共創校園心理環境的無障礙

洪儷瑜

    基於對於障礙的觀點之改變，過去認為環境的障礙主要源自於個人的失能，由於焦點在個人的失能，因此，無法參與環境或社會應歸罪於個人，當一個社會開始尊重每個人的基本人權時，對於無法公平的參與的問題開始檢討於環境的因素，因此，無障礙環境開始成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條件，其目的在保障每個人參與社會的機會，以及社會的多元性。

    過去所謂的無障礙環境，經常只包括物理空間的無障礙，身心障礙保護法所規定的無障礙環境多局陷於物理空間、交通工具等，忽略心理環境的無障礙措施。林淑玟（民90）在科技與資訊爆漲的e世代，無障礙應該包括五個要點，資訊獲得的無障礙、溝通的無障礙、物理空間的無障礙、社會參與的無障礙，和心理環境的無障礙。

心理環境的無障礙主要是社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對於障礙的態度和因應措施。對於障礙者而言，包括障礙者接納自己的失能(disabilities)或異於常人之處，並且願意利用環境訓練、治療或支援增進自己參與社會的機會與功能。而對於非障礙者，包括非障礙者對於障礙的瞭解、接納，和尊重，包括瞭解障礙者對於無障礙環境的需求，與公平參與社會之基本權利，並且體認社會對於共創無障礙心理環境的責任。因此，消彌歧視與積極的採取互相瞭解與有效的支援差異的措施將是建立心理環境無障礙的主要目標。

一般學校對於學生的行為管理常是制式的，而且建立在期待學生是可控制的、願意學的、可以聽從大人的指令、行為或情緒表現可預期的的一元的假設，對於那些出乎預期、難以控制的、不願意學習或違抗的行為，學校會感到威脅而有壓力，不是更嚴格或採取隔離的方式，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自然的競爭。學校環境絲毫未能因危機或檢討本身環境對於障礙者的包容度和因應能力，例如一個患有妥瑞氏症(Touret syndrome)難以承受壓力的學生，容易因為壓力而出現抽搐的行為或怪聲，同學因而嘲笑這個學生的行為反應，而造成同儕間的緊張，而學校教師卻因無法阻止這樣學生間互動的惡性循環，也認為這位妥瑞氏症的學生應該為自己的異常行為負責，甚至學校行政人員會因學校非醫療專業，無法教導這樣的學生，而讓學生自行轉學離開。學校面對問題的態度幾乎擺明著，誰叫這個學生的行為不能符合學校常規，他不是可控制、行為可預期的學生，或是他不是學校可以教育的學生。

這種排擠的態度就像社會過去對於肢體障礙的態度一般，過去學校對於坐輪椅的肢障者，會因他在參與體能的課程、使用一般的樓層教室或廁所，出現太多的不方便，當早期尚未有無障礙環境的觀念時，很多學校會以沒有適合的教室或廁所，公然拒絕學生入學的權利，或是請學生到設備完善的特殊學校。然而，如今國內社會對人權尊重態度漸有進步，由早期將問題責任推給障礙者本身的「個人模式」，進而轉變為思考學校或社會應負責讓環境可以因應學生的困難，即「社會模式」（洪儷瑜，民90），這也是目前無障礙環境的重要精神，障礙的產生是因社會環境的因應能力不足，而非個人之罪。由身心障礙保護法對於無障礙環境的規定，可見政府已逐漸接受障礙的社會模式，但國人對於學校的無障礙環境之要求，仍停留在物理環境的考慮，尚未思考到心理環境的障礙。但是，由近年來校園對於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特質偏異的學生或SARS期間的醫護人員的子女等案例，可以看出整個社會與校園絲毫沒有掃除心理障礙的能力。Jackson & Panyan所提的「正向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可以建立心理無障礙的具體措施之一。

公立的學校教育本應提供學生接受文明化和接觸重要知識的機會，因此，如何打開教育之門以接受所有學生（Jackson & Panyan, 2002, p.11），才足以滿足轄區內學生的教育需求，正如教育改革五大訴求之一「帶好每一個學生」。基於此，學校對於先天上容易出現行為或心理適應問題的學生，應有正向行為支援(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的措施，就像無障礙環境措施一樣列為必備設施，其特色可以由下列四點討論，包括重新創造資源、責任定位、多層次管理系統、與多元的策略等：

1. 學校在執行教育時必須會創造資源來達到期待的改變，例如對於難以承受壓力或對焦慮反應較強的學生，可以在預期容易給學生壓力的教學活動或措施之前，給予學生必要的支援或設想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學生對於壓力或焦慮可以出現教育期待的改變。

2. 學校的教師和學校人員應該負責提供多元心理需求的學生在接受教育時所需要的調整歷程，讓每個學生在學校都可以有自己速度或歷程去適應學校生活，因此，建立因應個別化需求的彈性與多層次的管理系統，而非統一、制式的軍事化管理，勢在必行。

3. 學校的教學與行為管理系統應該因應不願意對學校教育有正向反應或是正面對抗學校管理的案例所出現的問題，建立系統性的措施，逐漸的、系統性的將學生的行為朝向教育目標引導。

4. 為解決學生的嚴重衝突或差異，可以在校內保留隔離的措施，但為了保障學生的參與意願以及學校的因應能力，學校應該對於不預期的行為建立系統性、多元性的處理策略，但在危機處理時，非暴力、限制性的處理可能也是必要的。只是在採取這些策略時，必須先考慮是否還有其他比較正向的方式，並將隔離或限制性的懲罰列為最後使用的方式。

正向行為支持或是校園的心理無障礙的建立，校園內應該先建立下列三點的共識：

1. 行為的議題不是由少數人決定的，應該由全體成員參與，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甚至職員、志工等，行為管理系統應該基於全體成員的需求與瞭解來建立。

2. 學校應該體認行為、心理的問題來自個人對於環境的不適應，以及障礙的社會模式，因此，預防行為應該先考慮如何改善教學內容、歷程、氣氛以及對於適應困難之可能調整。

3. 學校應該體認個體的自我引導、自主才是有效的行為管理重要目標，而不要為了短期立即的抑制效果，而整個校園氣氛偏離了教育目標。因此，對於校園因應策略的成效應該以達成教育目標為標準。

    共用設計的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是無障礙環境的實施原則之一（林淑玟，民90），因此，建立上述的無障礙的心理環境或正向行為支持不僅是針對身心障礙的學生，對於任何學生在校園內感受到不利、歧視的群體，例如低收入戶、外籍新娘的子女、缺乏家庭管教或家庭文化與主流文化不同的學生，或是特質偏異、不易在人群保護自己的學生，幾年前屏東縣里港國中因行為表現與性別不一樣，而在校園被欺凌的學生就是最好的教訓；甚至暫時性的需求者，SARS被隔離者，前些日子醫護人員的子女被學校拒絕的案例，都反映出學校管理人性的弱點、不當的歧視的無能，當社會文化越多元、學生人權越被重視之際，學校對於心理無障礙的規劃與落實再也無法推卸。然而，要創造心理無障礙的校園，教育當局與學校應該事先有完善的規劃與設計，就像物理空間無障礙的措施一樣，購置設備之前，能有完善的規劃，才能讓新的措施得以融入校園環境的運作。

    最後，僅以此文，期待教育當局面對未來校園衝突時，能增加心理無障礙的標準去檢驗學校的無障礙措施，如果各校與所有教育工作者能以此具體標準做為自我檢驗與要求的目標，相信未來將可以有效的控制校園內的學生或師生間的衝突，以及減少事件對於個人與社會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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